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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 　 陶然，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，高级研究员；杨大利，芝加哥大学
政治学系教授，东亚研究中心主任；张光，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，教授；
高燕楠，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，硕士研究生。

本文为于２００８年７月１４日至１８日在芝加哥大学Ｇｌｅａｃｈｅｒ中心召开的中
国经济转型会议论文。对道格拉斯·诺斯、赵鼎新和苏福兵的意见和建议表示
感谢。

财政收入需要与地方政府在中国
转轨和增长中的作用

陶　 然　 杨大利 　

张　 光　 高燕楠译

　 　 【摘　 要】本文试图通过对地方政府面临的收入需要的考察，就关于地方
政府在中国的增长和转轨中的作用这一争论，提出具有解释力的见解。为此，
论文研究了不断变动的制度安排是如何塑造、再塑造地方政府的偏好，从而影
响政府和企业的关系。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实施的财政包干制给予地方政府以创
办、拥有和支持地方国有企业和乡镇企业的强烈诱因，借此获得财政收入，以满
足地方政府不断增长的支出责任需求。１９９４年分税制改革给地方政府的收入
创造和利益带来了一个非常不同的制度环境，导致地方国有企业的衰落，非国
有经济的兴起和政府间财政关系的重组。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因此
而逐步从企业的所有者或股东转化为收税人。这些发展表明中央与地方的关
系远远没有达到中国式市场维护联邦主义的水平。中国的地方政府并非像中
国式市场维护联邦主义和地方国家法团主义所主张的那样，完全是只“援助
之手”。

【关键词】中央地方财政关系　 收入需要　 市场维护联邦主义　 地方国家
法团主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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导　 　 言

中国是一个幅员广阔、社会和民族多样性长期存在的国家。因
此，毫不奇怪，地方政府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始终占据着重要地位
（参见Ｍｉｎ，１９９０）①。在这篇论文里，我们将检视地方政府在过去３０
年间中国不同寻常的经济转型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演变进程。

在研究地方政府角色过程中，我们检索分析了一组为数可观的文
献，这些文献强调财政分权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和９０年代初的中国高速增
长中的重要作用。根据这个观点，财政分权向地方政府提供了通过促进
经济发展而获益这一经济（财政收入）激励（Ｏｉ，１９９２，１９９９；Ｗｏｎｇ，１９９２；
Ｍｏｎｔｉｎｏｌａ ｅｔ ａｌ．，１９９５；Ｑｉａｎ ＆ Ｗｅｉｎｇａｓｔ，１９９７；Ｌｉｎ ＆ Ｌｉｕ，２０００；Ｊｉｎ ｅｔ
ａｌ．，２００５）。分权改革的实施驱使追求收入增长和仕途升迁的官员采取
有利增长的政策：建设基础设施、吸引投资，特别是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和
９０年代初进行商业投资。确实，中国的官员，从乡村到省级到中央部委
的各级官员，大多以发展为第一要事，官僚机构、政府、甚至国家本身，都
卷入逐利性企业行为（Ｏｉ，１９９２；Ｌｉｎ，１９９５；Ｂｌｅｃｈｅｒ ＆ Ｓｈｕｅ，１９９６；Ｎｅｅ ＆
Ｓｕ，１９９６；Ｄｕｃｋｅｔｔ，１９９８；Ｇｏｒｅ，１９９９）。有的学者使用“社会主义国家法
团主义”（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ｓｍ）（对于地方政府则是“地方性国家法团
主义”）来描述这一现象（Ｏｉ，１９９２，１９９９；Ｐｅａｒｓｏｎ，１９９４；Ｕｎｇｅｒ ＆ Ｃｈａｎ，
１９９５；Ｗａｌｄｅｒ，１９９５；Ｗａｎｋ，１９９５）。

地方政府在中国经济增长中角色的演变这个问题也引致了许多
有关中央和地方关系理论的发展。有学者相信，中国地方政府对地
方企业的所有权抑制了中央政府的“攫取行为”（Ｃｈｅ ＆ Ｑｉａｎ，
１９９８）②。有的学者甚至走得更远，断言已经出现了“有中国特色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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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使用的地方政府概念包括省级和次省级（地、县、乡）政府，同样也包
括根据行政权力需要而设置的专门层级的政府。

问题在于地方政府也可能是攫取性的，尽管地方政府的攫取程度似乎因
地而异。我们将在后文讨论这一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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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场维护联邦主义”（ｍａｒｋｅｔｐｒｅｓｅｒｖｉｎｇ ｆｅｄｅｒａｌｉｓｍ）（Ｍｏｎｔｉｎｏｌａ ｅｔ
ａｌ．，１９９５；Ｊｉｎ ｅｔ ａｌ．，２００５）。许多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的政
府经常被谴责为使用其“攫取之手”（ｇｒａｂｂｉｎｇ ｈａｎｄｓ）而成为经济
发展的阻碍（Ｓｈｌｅｉｆｅｒ ＆ Ｖｉｓｈｎｙ，２００２；Ｂａｔｅｓ，２００８）。如果中国已经
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转型为某种“市场维护联邦主义”国家的话，那
么，蒙廷诺拉等（Ｍｏｎｔｉｎｏｌａ ｅｔ ａｌ．，１９９５）确实提出了一个非常大胆
的学说；这个学说如果真的符合现实的世界的话，它的重要性是显而
易见的。

然而，另有一些学者对财政分权的影响并不持乐观的态度，而是
强调政府过度介入经济所带来的恶果。用谢淑丽（Ｓｕｓａｎ Ｓｈｉｒｋ）的
话来说，“虽然地方官员都表白拥护市场改革，但他们心目中的改革
事实上是把混合型、部分改革的体制永恒化，而非真正的市场经济。
他们意欲保持自己对地方企业的准所有权，并使用这些权利为自己
寻租，而不愿意仅仅扮演市场竞争中的裁判的角色”（Ｓｈｉｒｋ，１９９３：
１９６）。其结果就如一些学者所评论的那样，中国得到的是两个世界
中最坏的东西：地方保护主义（如地区封锁）、市场分割（Ｌｙｏｎｓ，
１９８７；沈立人、戴园晨，１９９０）和“官僚对产业的持续管控”（Ｗｏｎｇ，
１９９２：１９８）。扬（Ｙｏｕｎｇ，２０００）和庞塞特（Ｐｏｎｃｅｔ，２００３）则发现地
区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产业结构的趋同和产品价格的差异现象，这些
现象表明中国存在着严重的地区间贸易壁垒。此外，由于受到中央
再分配下的收入制约，分权和财政包干似乎也只是增加了地区间的
不平衡（Ｙａｎｇ，１９９７，２００４；Ｗａｎｇ ＆ Ｈｕ，２００１）。

本文以下各节将通过对地方政府面临的收入需要的考察，力求
就关于地方政府在中国的增长和转轨中的作用这一一直不停的争
论，提出具有解释力的见解。本文以地方政府的收入需要为切入点，
在历史回顾与制度分析的基础上，考察不断变动的制度安排是如何
塑造、重塑地方政府的偏好，从而影响政府和企业的关系。在我们看
来，中央与省（地方）之间的关系由两类相辅相成的努力构成：一方
面是中央政府为纠正那些在它看来是不合理的地方政府行为而进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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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不懈的努力；另一方面是同时发生的地方政府为自己争取更多的
活动空间，尤其是财政上的自由裁量权而做出的努力。我们认为，中
国特色的市场维护联邦主义尚未形成，中国的中央和地方之间关系
的演变还远远没有达到均衡稳定状态。

我们以１９９４年的分税制改革为界，将３０年的改革历程大体分
为两个阶段。如此划分主要包含两个原因：首先，１９９４年之前，中国
非农部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仍然是政府所有的企业，包括国有企
业（ＳＯＥｓ）和乡镇企业（ＴＶＥｓ）。而１９９４年之后，私有化加速，在非
国有企业稳定发展之时，地方国有企业身陷囹圄。其次，１９９４年中
国引入了一个重要财税改革项目———分税制，取代了原来的财政包
干制。这次财政改革是中国的政府间关系发展的一个里程碑，极大
地重塑了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上的偏好。由于这两个因素的发展，
即地方政府所有企业的重要性的日益下降（以及相应地非国有企业
的崛起），和政府间财政关系的重组，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的
角色逐渐发生了巨大的转型：从所有者／股东转变为征税人，这一转
型对中国未来的转型路径走向具有重要的意义。

一、分权、地方发展和中央地方关系：第一阶段（１９７８ －１９９３）

中国的改革开始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的农村地区。在改革的进
程中，农民获得了以家庭为基础从集体承包耕地的权利，即家庭联产
承包责任制（ＨＲＳ）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的影响，远不止于
提高了农业生产力和农民的收入。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，农民
得到配置自己劳动资源的权利，并能够享受自己的劳动产品剩余。
因此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，有助于将中国广阔的劳动力从纯农业生
产中解放出来，为非农产业提供人力上的支持，特别是有助于乡镇企
业的发展（Ｙａｎｇ，１９９６；Ｚｗｅｉｇ，１９９７）。

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成为中国权力下放大趋势中的最重大的发
展之一。同等重要的另一项发展是财政包干制的引入。随着国有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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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利润下降，政府的正式收入体制越来越弱。在这种情况下，
中央政府引入了由省级地方政府负责（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ｒａｎｋｅｄ ｌｏｃａｌ
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）（以下简称为省政府）的财政责任制，以应对财力的下
降（Ｏｋｓｅｎｂｅｒｇ ＆ Ｔｏｎｇ，１９９１；Ｗｏｎｇ，１９９１）。在这个体制下，中央与
省政府签订财政合约。虽然财政合约因时因地而有所不同，但总体
而言这些合约都明确了省级政府向中央上缴一定数量或比重的收
入，或者从中央那里获得一定数量或比重的补贴，其余的财政收入留
在省内。

财政包干是行政权力下放的重要内容之一，这不仅给予了地方
更多的财政自主权，也赋予了他们更多的财政支出责任。２０世纪８０
年代初，大量国有企业被下放给省、市、县级层次的地方政府。到
１９８５年，在乡镇或乡镇以上企业的工业总产值中，由中央控制的国
有工业企业创造的仅占２０％；省市政府控制的企业占４５％，县政府
控制的占３５％（Ｑｉａｎ ＆ Ｘｕ，１９９３）。在厂长负责制下，地方政府通常
均与厂长签订合同。

因此，中国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改革可以被定性为一个多层次
的、渐进的分权过程：从中央政府到省级政府，从地方政府到工厂经
理，从村庄到家庭等等。财政分权与责任的强化促使地方当局为了
满足其支出需求，必须竭尽全力地扩大收入（Ｏｉ，１９９２；Ｗｏｎｇ，１９９２；
Ｗａｌｄｅｒ，１９９５）。

通过限定地方向中央上缴的税收，以及允许地方政府提留大部
分的新收入，财政包干制使地方政府可以从固定的国家财政预算中
获取越来越多的分享份额。其结果是，中央政府在总的国家收入中
的分享份额越来越少，从１９８４年的４０％，降至１９９３年的２２％（国家
统计局，２００３）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地方政府不仅扩大其正式的政府预算分享份额，
而且其“预算外收入”（非税收入以及规费）也在不断地增加（国家统
计局，１９９４ － ２００７；Ｗｏｎｇ ＆ Ｂｉｒｄ，２００８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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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１中央政府在总预算中的分享收入：１９７８ － １９９３

二、财政收入需要与国家和企业的关系：第一阶段（１９７８ －１９９３）

在上述财政偏好结构之外，还有一系列转轨经济的特征。这些特征
促使各个层次的政府，尤其是地方政府，都介入工商事业。转型经济的
特点主要包括传统计划经济消费品短缺、潜在需求巨大、消费品价格相
对过高以及价格双轨制。２０世纪８０年代，工业投资的业务风险较低。
各级政府除了扶持现有的企业，也迫切地希望投资于新兴的消费品产
业，特别是如自行车、电视机、摩托车一样的消费品生产线。因此，地方
政府会用自己的监管权力限制民营企业进入，保护自己的企业，防范其
他，尤其是中央政府对他们可能伸出的“攫取之手”（Ｃｈｅ ＆ Ｑｉａｎ，１９９８）。
另外，当时存在着大量廉价的贷款，各级政府或者把它们拨给自己的企
业，或者为企业从国有银行体系那里获得贷款（Ｂｒａｎｄｔ ｅｔ ａｌ．，２００５）。其
后果是，国家和企业之间的牵绊日益加强。到９０年代初、中期，几乎所
有的国家部门，从军事、武装部门，到司法部门和党的宣传部门都建立并
拥有了自己的国有企业，以补充其财政预算的不足（Ｎａｕｇｈｔｏｎ，１９９２；
Ｙａｎｇ，２００４：２５ －６４）。这一时期乡镇企业的规模发展也极为突出。１９７８
年至１９９３年乡镇企业就业人员由２８００万增加到１．２３亿，使其成为国家
产值的巨大的贡献者（国家统计局，１９９４：３６３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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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方政府运用各种政策工具和手段，来协助当地的国有企业以
及乡镇企业的发展。只要计划存在，地方国有企业就会被列入本地
规划，那么，地方当局就会确保各种投入，特别是对于政府企业的投
入。随着经济通过增长冲破计划的藩篱（Ｎａｕｇｈｔｏｎ，１９９５），地方政
府和企业都通过自身调整适应了这一新形势。首先，地方政府可以
通过地方保护政策，支持本地国有企业和乡镇企业的发展，打压来自
外地企业的竞争（Ｂａｉ ｅｔ ａｌ．，２００４）。大量事实表明，地方政府在此
期间，有意识地采用和实施了限制性政策，限制了外来产品进入本地
市场，使本地企业和产业免受区域间竞争的影响。扬（Ｙｏｕｎｇ，２０００）
和庞塞特（Ｐｏｎｃｅｔ，２００３）曾指出，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和９０年代初，各地
产业结构的重复和差异越来越大的价格，表明中国存在着严重的区
域间贸易壁垒。在一定程度上，中国各地重复的工业投资促进了产
品市场的竞争，然而地方政府所实施的大量地方保护主义措施，却又
限制了市场竞争的力量（Ｙａｎｇ，１９９７：５７）。

地方政府还可以通过其对本地银行的影响力，来解决本地国有
企业和乡镇企业的贷款问题（Ｂｒａｎｄｔ ｅｔ ａｌ．，２００５）。这之所以可行，
是因为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和９０年代初，中国的金融体系是按照分权
的方式管理的；在此体系下，地方政府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银行贷
款的去向。银行的地方分支机构受“双重领导”，既要服从于上级银
行组织，又要服从于当地的地方政府。直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，地方政
府仍然拥有国家银行分支机构负责人的任命权。除此之外，地方政
府还拥有许多商业银行的控股权，并对这些机构有相当的影响力
（Ｗｏｎｇ ＆ Ｗｏｎｇ，２００１）。在这个体制下，地方政府可促使当地银行
机构向本地企业提供补贴性贷款。地方政府可以在事前直接参与信
贷计划的制订，并能够强制专业银行提供贷款。事后，地方政府有权
决定企业是否应该偿还贷款。１９８７年的一项调查发现，大多数没有
被偿还的国有银行贷款，都是迫于地方政府压力造成的（Ｗａｎｇ，
１９９４）。另外，在乡镇企业的发展中，地方政府也扮演着举足轻重的
角色，他们帮助乡镇企业从中国农业银行（ＡＢＣ）或农村信用社取得

◆专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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贷款。通常而言，基层政府为乡镇企业提供贷款担保，因此由这一政
府所有的企业，与政府一道，对银行向本地企业提供的贷款，共同承
担还贷责任（Ｐａｒｋ ＆ Ｓｈｅｎ，２００３）。

地方政府对它们所有的国有企业具有巨大的影响力，这一点毫
不足奇。同样地，考察地方政府在乡镇企业发展中的作用，也有利于
揭示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关系演变。乡镇企业崛起的黄金时期是在
２０世纪８０年代。当时，私营企业家对政府的政策心怀疑虑，而这些
政策中确实有很多是排斥私营企业发展的。在这种局面下，农村地
区的企业家角色主要是由乡镇政府领导和村干部承担的。乡村干部
通常通过内部集资来建立乡村企业。尽管大多数的乡镇企业享有相
当的经营自主权，但是乡村政府在投融资、管理人员的选用、以及税
后利润的使用上都拥有绝对的战略决策权（Ｂｙｒｄ ＆ Ｇｅｌｂ，１９９０；Ｏｉ，
１９９５）。地方官员也可以为乡镇企业提供税收优惠；作为回报，乡镇
企业将其盈利资金用于提供乡村政府的地方公共产品和服务。因
此，根据欧伊（Ｏｉ，１９９９）提出的“地方性国家法团主义”（ｌｏｃａｌ ｓｔａｔｅ
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ｓｍ）这一概念，在改革初始阶段，集体所有制企业既要满足
地方官员的政治利益，同时也要满足其经济利益。

总之，在改革的第一阶段，地方政府会采取多种手段来支持当地
国有（乡镇）企业的发展，从而增强它们的收入基础。这些手段包括
免税、与企业共谋隐瞒收入以躲避中央集中财政收入、对银行贷款施
加影响、免费投入或补贴（例如土地、电力、水和其他生产要素投
入），甚至实施地方保护主义政策。事实上，地方政府并无推动民营
企业发展的积极性，因为他们无法控制这些企业的资金流动，同时也
难以向它们征税①。除此之外，外商直接投资（ＦＤＩ）在这一阶段主要

财政收入需要与地方政府在中国转轨和增长中的作用◆

①正如车嘉华和钱颖一（Ｃｈｅ ＆ Ｑｉａｎ，１９９８）所指出的，所有权使政府可以
控制企业的资金账户，因此使政府从这些企业获取收入的成本低于向私人公司
征税的成本。同理，当地方政府控制公司时，中央政府难以从这些公司那里提
取收入。这样，收入留在地方的可能性就比较大。这里的关键是所有权和控
制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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集中在经济特区（ＳＥＺｓ）和少数其他城市。

三、财政改革和地方政府角色的演变：
从控股者到征税人（１９９４ －）

　 　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，政策和经济环境的改变开始使地方政府和
企业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从大处而言，有这么几个重大的
因素———日趋激烈的竞争、税收和财政改革、银行改革———共同造成
政府所有制企业利润的下降，促使地方政府从其所有企业中退出①。

首先，尽管地方保护主义仍然存在，但是企业———从各级政府所
有或控制的企业以及乡镇企业到外资企业和私营企业———量的激
增，终于使竞争在大多数产业部门中成为常态（Ｎａｕｇｈｔｏｎ，２００３；Ｂａｉ
ｅｔ ａｌ．，２００４）。在１９８９年之后的经济紧缩时期，各种消费品的买方
市场开始出现，随着时间的迁移，从纺织品到耐用消费品都出现“买
方市场为常态、卖方市场为例外”的局面。激烈的国内竞争已经波
及国际市场，在２００７ － ２００８年之前，随着中国制造商为了取得国外
订单而竞相降价，“中国价格”成为中国不断增长的制造能力的有力
象征（Ｅｎｇａｒｄｉｏ ＆ Ｒｏｂｅｒｔｓ，２００４）。

然而，越来越激烈的国内竞争，对众多挣扎于过重社会负担且管
理不善的国有企业（ＳＯＥｓ）产生了致命的影响。根据国家统计局对
那些具有独立会计核算地位的国有工业企业的数据统计，１９９１年盈
利企业的税后利润为４０２亿元；而亏损企业的损失为３６７亿元，即使
撇开政府补贴和造假账不谈，具有独立会计核算地位的国有企业的
净利润也不过５３亿元（国家统计局，１９９６：４２９）。

１９９５年的工业普查数据表明，由不同层级政府所有的国有工业
企业的利润分布极不均衡②。中央政府的４７３８家企业产生３３０亿元

◆专栏

①

②

本节的部分来自杨大利（Ｙａｎｇ，２００４：第２章）。
这一段话参见杨大利（Ｙａｎｇ，２００４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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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净利润，但由各级地方政府所有的８３１６７家国有企业仅产生了３０
亿元的净利润。此外，地方政府企业的负债是中央政府企业负债的
两倍之多。简而言之，截至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，大多数地方政府投
资建设的企业规模都比较小，其投资领域竞争都很激烈，产能利用率
很低。因此，在这种情况下，毫不奇怪，地方政府官员和管理者会深
切地感到找到有良好牟利前景的新产品和新项目难度之大，已超乎
他们所能。除此之外，随着中央政府控制的国有商业银行的强制改
制和风险管理能力的增强，原本已经负债累累的地方国有企业发现
信贷额度也被收得越来越紧（Ｌｉｕ，１９９８）。

在１９９４年的税制改革之前的体制下，国有企业的征税利率主要
由它们生产的产品或从事的业务来决定，一般税率从３％到６０％不
等（Ｗｏｎｇ ＆ Ｂｉｒｄ，２００８）。因此，地方政府根据利润和税率来评估一
个国有企业的价值。一个亏损但按高生产税率缴税的企业，如烟草
制造企业，对于地方政府而言，仍然是一个有利可图的资产。

在１９９４年，中国政府开始实施旨在增强中央政府财政能力的全
面的财税体制改革。作为改革的一部分，税率变动很大的产品税被
增值税所取代，后者对所有从事制造、修理、装配活动，统一按１７％
税率征税。另外，对酒精、烟草和某些奢侈品征收特别货物税。增值
税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共享收入（共享比例为中央占７５％，地
方占２５％）。黄佩华和伯德（Ｗｏｎｇ ＆ Ｂｉｒｄ，２００８）指出，财税的整套
体系改革大大改变了政府持有企业所有权的偏好，而且明显弱化了
企业和地方财政收入之间的联系。

第三个主要因素是身陷于不断上升的坏账泥潭中的国有银行部
门采取了信贷收紧政策。这个因素所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大。２０世
纪９０年代末，中央领导层改组了中国人民银行即中央银行，用９个
区域分行取代原来的３２个省级分行，并给予央行直接任命地区分行
负责人的权力。这项改革以及国有商业银行的类似改革，目的都是
为了遏制地方政府对银行贷款的干预和控制，并增强银行体系的制
度完整性（Ｙａｎｇ，２００４：第３章）。面对不断增长的坏账，以及发生问

财政收入需要与地方政府在中国转轨和增长中的作用◆



１６　　　 公共行政评论２００８年第５期

题必须依靠自救的压力，国有商业银行稳步收紧放贷标准并加强风
险管理。金融改革使得地方政府对本地银行分行施加压力的能力，
以及向本地国有企业和乡镇企业提供信贷的能力，随着时间的推移
越来越小。

以上这３个因素，即国有企业经营业绩恶化、财税改革和金融紧
缩，解释了为什么地方政府越来越把其对国有企业的所有权看作负
债而非资产的倾向。由于大部分规模较小且亏损的国有企业为地方
政府所有，地方政府比中央政府更容易感受到财政压力和改革的需
要，因此，他们在实行国有企业部门的改革上走得更快更远。事实
上，当时的中国领导层也把“抓大放小”作为正式的国有企业改制战
略推出，并发动了大规模的国有企业重组活动（Ｌｉ ｅｔ ａｌ．，１９９８）。截
至２０００年６月底，在全国范围内，７６％的小型国有企业已经历了某
种形式的企业改制，包括重组、出售、合资和租赁①。伴随着国有企
业的萎缩，国有部门的就业随之减少。而曾经被誉为模糊产权的成
功典范的乡镇企业，同样也难免于国有企业所面临的压力。因此，以
乡镇企业著名的江苏省和许多其他省份，也迅速开始大规模地实行
乡镇企业的私有化（Ｂｒａｎｄｔ ｅｔ ａｌ．，２００５）。

由于再也不能依赖当地国有企业和乡镇企业获取利润和税收收
入，为了扩大税基，地方政府自然会开始关注从其他来源吸引投资，
尤其是来自海外的制造业的投资。这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地方当局对
那些不隶属于本地政府的企业（尤其是外资和民营企业）的态度变
得更为公平。这些外来企业的利益，比地方政府（乡村）所有的国有
企业和乡镇企业更独立、流动性更强，这就迫使地方政府必须付出努
力来吸引扶持这些企业的发展。随着地方政府竞相争取投资者的青
睐，区域间投资竞争已经成为常态②。

◆专栏

①

②

ＣＣＴＶ ２００１ － ０２ － ０３；ＪＪＲＢ ２０００ － １２ － １５ ．
随着大量的投资者从海外转向中国，一些地方（如深圳、苏州）的政府对

投资项目的接受变得更有选择性，更加注意不接受污染严重的投资项目。



公共行政评论２００８年第５期 １７　　　

图２　 国家部门裁员（国家的国有企业就业人数／国有部门
的总就业人数１９９０ － ２００１年）

四、收入需要和中央地方的博弈

中国的地方政府在法律上规定的预算自主权方面权限相当小，
但相对于中央政府而言仍然享有许多非正式的财政自主权。具体而
言，地方政府对于收入的追求并没有只限于正式的财政预算。相反，
地方领导人一般都特别重视预算外收入，这些收入通常都在财政预
算之外，地方政府对它们有更多的财政自主权。

即使在财政包干制时期，地方当局也不确信中央政府会兑现承
诺。那时，受困于财政资源短缺之苦的中央政府会不时向各省“借
入”资金，但却不曾偿还。在此背景下，中央政府的攫取行为更值得
担忧，而一些最富有的省份则以“藏富于民”而著称。

财政收入需要与地方政府在中国转轨和增长中的作用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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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上所述，中央领导层为了迅速加强其严重弱化的财政地位，于
１９９４年推出了全面的财税体制改革。在这一分税制下，某些税种或
被分配给中央，或分配给地方政府，或者由中央和地方分享。这个体
系，加之中央和地方的独立税务行政的分设举措，将使中央和省的财
政关系一定程度上制度化。

１９９４年的财政改革极大地增强了中央政府对财政收入的控制，
使中央政府在预算收入中占有比重从１９９３年的２２％提高到１９９４年
之后的５０％以上。事实上，中央使用自己对省的政治权威，已经主
导了财政体制，而省的利益则受损。自１９９０年代后期以来，中央政
府控制了先前分配给地方的几个主要税种，包括印花税和个人所得
税，而地方则没有什么抱怨的表示，更不用说否决中央的决定了。到
２００３年，中央政府又开始获取（超过了２００１年的基数的）个人所得
税收入６０％，只给地方留下剩下的４０％个税收入（Ｙａｎｇ，２００４，
２００６）。这一轮的权力集中似乎尚未到尽头。最近的一些财政改革
建议要求中央政府进一步加强财政体制控制。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
的宏观经济研究院建议，中央政府应该收取全部的增值税；而财政部
则建议中央政府保留全部的所得税，但允许地方占有较高比例的增
值税（席斯，２００８）。总之，在中央和地方财政博弈中，中央的地位日
趋扩大。

中央－地方财政的博弈并不限于预算收入，而且也存在于对非
正式收入来源的控制之争上。地方政府为获得更大的不受中央控制
的财政自主权而经常使用的一个策略，是把一些潜在的收入从正式
的（预算内）收入转为非正式（预算外）收入。在财政包干时期，预算
外收入、附加、收费加总额与正式财政预算规模不相上下（Ｗｏｎｇ ＆
Ｂｉｒｄ，２００５）。与１９９４年的财政改革相联系，９０年代后期中央政府两
度对官方统计上纳入预算外收入的一些类别进行了重新分类，每次
分类都减少了纳入预算外统计的收入数量。一般来说，中央政府试
图把更多的预算外资金纳入正规的预算之中。尽管地方政府的预算
外收入在绝对规模上继续增长，但预算外收入对预算收入的比重从

◆专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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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３　 预算外收入时间序列数据
　 　 注：数字代表地方政府预算外收入的数据（十亿元）。

图４　 地方政府预算外收入占预算收入的比重（％）
注：ｙ轴代表地方政府预算外收入所占的比重。

财政收入需要与地方政府在中国转轨和增长中的作用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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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开始迅速下降，表明中央财政的影响力越来
越大。

尽管中央政府竭力控制地方，但地方政府从没停止过它们对新
的预算外收入来源的追求。地方政府不仅要面临痛苦的国有部门结
构重组，而且同时还要应对传统收入来源（这些收入来源深深依赖
于国有部门）减少的问题，并需要拿出更多的资金来满足其日益增
加的社会责任，提供更多的社会公共服务。与此同时，随着１９９４年
财税改革的实施，中央政府从政府收入中拿走了较大的份额，而地方
政府则面临支出责任。更糟糕的情况出现在省以下政府间关系那
里。省级政府对中央与省财政关系重组作出的回应是集中较大比例
的地方财政收入，而把更多的支出责任转移到更低层级的政府。此
外，省政府并没有大力使用财政转移支付手段，以促进省以下政府的
财政平等，从而削弱了省以下地方政府投资基础设施和提供社会服
务的能力（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，２００２）。

考虑到以上所述的各个因素，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尽管中央政
府一再努力把预算外收入纳入预算内，地方政府仍然面临巨大的压
力不得不去寻求预算外收入。然而，在中央政府推动财政合理化的
大背景下，地方政府不仅必须在征收现有的税费上，而且还要在创造
新的预算外收入机会上，都发挥创造精神。自９０年代后期以来，财
力紧张的地方政府，越来越依靠土地财政来解决其面临的财政紧张
问题。这是因为，从１９９４年开始，土地出让所获得的全部收益均归
地方政府所有（Ｙａｎｇ，２００４：２０８ － ２１３）。在国土资源部的推动下，大
多数城市在符合《土地管理法》（１９９９年１月颁布实施）的前提下，
纷纷采取公开拍卖方式出售商用土地的使用权利，为此它们纷纷设
立了自己的土地银行和储备。土地银行从农村地区征用土地，把这
些土地整备为商用地，然后把它们拍卖给房地产开发商以获取利润。

在许多地区，来自土地出让的收入，尤其是商业和住宅用地的出
让收费，已成为当地预算外收入的最重要来源。研究显示，土地转让
取得的收费收入已占到省以下政府总收入大约３０％到５０％，而在一

◆专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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些发达地区这一比重甚至可以达到城市总收入的５０％ － ６０％

（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，２００２）之多。
２００７年，中国地方政府总共将２２６５００公顷的土地用于商业和

工业用途。这些土地中大约有１１５３００公顷的土地（占总出让土地的
５０ ． ９％，比２００６年增加了２０ ． ４％），是通过招挂牌的形式出让的。
在２００７年全年，土地出售就产生了将近一万亿元的收入（１月至１０
月期间就产生了９１３０亿），高于２００６年的７６７７亿元，而在２００１年
这一收入只有４９２亿元（陈文雅，２００８ａ，２００８ｂ；国土资源部，２００８）。
简言之，地方政府已经将土地收入作为其“第二财政”。然而，毋庸
置疑，中央政府也正在试图把大部分来自土地的收入纳入到正式预
算监督的范畴之内。

五、评估地方政府的作用

（一）地方政府的行为差异

正如弗莱和施莱弗（Ｆｒｙｅ ＆ Ｓｈｌｅｉｆｅｒ，１９９７）所论证的，地方政府
既可能是“攫取之手”，也可能是“援助之手”。地方政府到底应该是
攫取性的还是发展性的，主要取决于在既有的制度安排和禀赋条件
下地方政府的行为偏好。正如我们在前面几节所讨论的，在中国的
转型过程中，这些制度安排包括政府和企业的关系以及中央和地方
的关系。这些制度安排的演变，重塑了地方财政行为偏好以及他们
介入经济的方式。

由于各地的地方政府行为存在很大的差异，简单地做出中国的
地方政府都是“援助之手”的结论显然是仓促的。在比较发达的沿
海地区，在改革的初期地方政府把发展的重点放在当地的乡镇企业
和国有企业上（Ｏｉ，１９９９；Ｂｉｒｄ ＆ Ｌｉｎ，１９９０）。但随着这些企业在２０
世纪９０年代下半年和２１世纪初期的私有化，地方政府开始鼓励民
营企业发展，并通过竞争争取来自其他地区和国家的投资。这些地

财政收入需要与地方政府在中国转轨和增长中的作用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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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的地方政府在相当大的程度上，已限制了自己的攫取行为，并迅速
抛弃那些已被证明不成功的政策。这些地区的地方政府所做的是努
力建立健全投资环境。我们近年的田野调查发现，在富裕的江苏、浙
江和山东等省，甚至乡镇一级的地方政府都已经把重心转移到提供
基础设施上来，以促进制造业投资的发展。乡镇地区还通过机构重
组和人员精简来实施乡镇改革，同时还建立了行政服务中心①。

然而，如伯德和林青松（Ｂｉｒｄ ＆ Ｌｉｎ，１９９０）在很久以前就已指出
的那样，许多欠发达且在经济上仍旧依靠农业的地区的地方政府，表
现大为不同：它们多倾向于“攫取性行为”。在这些地区，地方政府
面临严重的财政约束，并有很强的征收预算外收入的动机。这些预
算外收入或者以形形色色的准财政收费的方式强加于当地企业，或
者向农民收取非正式税费，而在整个过程中，往往只有最低限度的监
督，问责机制则基本付之阙如。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和２１世纪早期
在农村大量出现的农民非正式税费负担问题，生动地表明财政收入
的恶性循环是如何危及那些地方的民生和经济的。在财政压力下，
这些地区的地方政府向农民征收名目繁多的非正式税费，加剧了农
民负担并引起农民的强烈不满（Ｂｅｒｎｓｔｅｉｎ ＆ Ｌｕ，２０００；Ｌｉ，２００４；Ｌｉｎ
ｅｔ ａｌ．，２００７；Ｔｓｕｉ ＆ Ｗａｎｇ，２００４）。据估计，欠发达地区对农民的乱
收费、乱摊派的数额高达农民年收入的２０ － ３０％，远高于中央政府
所允许的５％限制（Ｌｉｎ ｅｔ ａｌ．，２００７）。事实上，针对地方政府过度的
索求和地方官员问责制的缺失的农民抗议事件一直层出不穷
（Ｂｅｒｎｓｔｅｉｎ ＆ Ｌｕ，２０００；Ｌｉｎ ｅｔ ａｌ．，２００７；Ｚｗｅｉｇ，２００３）。

在中国这样一个正在进行工业化的国家，各地区地方政府的治
理质量的差异，显著地受到各地最初资源禀赋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差
异的影响。沿海地区一般具有较好的发展条件，可以比内陆地区更
早实行以市场为导向的工业化。面对较大的要素流动和日趋激烈的
竞争环境，沿海地区的地方政府必须在改善投资环境上多加努力，以

◆专栏

①更多的研究请参见杨大利（Ｙａｎｇ，２００４：第二章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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吸引更多的投资，从而创造更多的收入，用于未来的进一步发展
（Ｙａｎｇ，１９９０）。相反，在资源禀赋和投资环境较差的欠发达地区，要
素流动水平较低（或在市场压力下，生产要素会从本地外流向其他
更发达的地区），地方政府缺乏长远目光，总是将关注的重心放在
“保工资”而不是长远投资上（Ｙａｎｇ，１９９７）。而等到它们开始投资
时，投资绩效已经低于一般水平（Ｏｎｇ，２００６）。

１９９４年财税改革下的“收入集权，支出分权”对各地的影响也是
不一样的（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，２００２）。发达地区的地方政府，尤其是省以
下政府的收入一般都能够满足支出需要，因为他们有丰富的税基
（非农业部门），并可以通过出售地方土地使用权来获得额外收入。
然而，许多欠发达地区的地方政府则受到重创，更多地依赖于中央政
府的转移支付。面对沉重的收入压力，一些地方政府不仅竭力争取
上级资金，而且试图投资于能够创收的工业企业，对现有企业和本地
农民施压，并采取保护主义措施。例如，许多内陆地区的地方政府依
靠正规和非正规金融机构———农村信用社（ＲＣＣｓ）和农村合作基金
会（ＲＣＦｓ）———的融资，建立了大量的乡镇企业①。然而，这些企业
多数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末由于管理不善、资金被当地官员挪用、腐败
和竞争加剧而相继垮台②。资助这些乡镇企业的乡镇政府或村组织

财政收入需要与地方政府在中国转轨和增长中的作用◆

①

②

１９９６年中央政府试图重组正规的农村金融体系，将农村信用社从中国农
业银行（ＡＢＣ）分离。一年后，中央设立了县级农村信用社，并赋予它们管理乡
镇农村信用社的职权。此举使乡镇官员失去了决定其所在地农村信用社信贷
分配的权力。农村合作基金会由乡镇和村级经济组织建立。它们被置于乡镇
和村干部的有效控制下，被用于集聚集体资金和家庭储蓄，并将这些资金输送
于产生收入的活动的目的。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末，农村合作基金会成为全国最
大的非正规金融机构。１９９６年，农村合作基金会存款总额超过１０００多亿元，而
与之相比较，成立时间更久的官方性质的农村信用社的存款总额为８０００亿。
农村合作基金会筹集的资金被乡村干部投资于乡镇企业、基础设施等之中，甚
至用于弥补地方预算的不足。

在一些农村合作基金会“挤提”风波之后，１９９９年国务院下令关闭全国所
有的农村合作基金会，这一行为显然强化了乡镇的预算约束（Ｏｎｇ，２００６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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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此背上债务。同时，在断了从企业获得种种准财政收费的财路的
情况下，这些乡镇政府或村组织在向农民索取资金上变得更加贪婪，
导致农民怨声载道、抗议不断（Ｓａｉｃｈ，２００２）。到２０００年国家取消
了农业税，才终止了这一恶性循环，但同时也削弱了许多乡镇的财政
收入能力。

尽管地方治理水平存在着很大的差异，但显然所有地方政府的
行为都受财政收入需要驱使。各地政府之所以采取不同的方式来创
收，基本上是因应于它们所面临的不同的约束。即使在较发达地区，
地方政府的“援助之手”，也往往是只惠及投资者而伤害农民的利
益，后者每每看着自己的土地被当地政府所征用，而得不到适当的补
偿。正如萨吉森（Ｓａｒｇｅｓｏｎ，１９９９）所指出的：即使在较为发达的地
区，地方政府及其官员也往往不仅把自己的利益和目标置于中央政
府的利益和目标之上，而且也把它们置于当地地方居民的利益和目
标之上。从这个角度来看，“地方政府国家法团主义”（ｌｏｃａｌ ｓｔａｔｅ
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ｓｍ）这一概念欠妥，它把地方政府的利益、官员的个人利益
和当地居民利益混为一谈。

（二）财政收支困境及其不利后果

从以上的论述中，我们不难推出，地方政府一味追求ＧＤＰ增
长，拼尽全力增加收入的做法必然导致种种恶果。无疑可归为以牺
牲长远的可持续发展为代价而追求短期的增长／收入最大化的行为
之列。最明显的恶果之一是地方追求经济增长付出的巨大环境代价
（Ｅｃｏｎｏｍｙ，２００４）。在社会层面上，地方当局往往把促进经济增长
和收入增加的成本转嫁到农民和农民工身上。在装配生产线及建筑
工地上工作的数以千万的农民工，在自己国家里受到的是与城市居
民不同的不公平的待遇。直到最近，地方政府部门（工业、商业和劳
动部门）为了满足新兴商业的劳动力需求，才开始改善工作条件和
提高工资待遇（Ｓａｒｇｅｓｏｎ，１９９９；Ｓｏｌｉｎｇｅｒ，１９９９）。社会学家李静君
（Ｌｅｅ，１９９９，２００２）指出地方官员和企业主相互勾结，通过某种“专制

◆专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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手段”盘剥劳动者尤其是农民工。因地方政府追求ＧＤＰ和收入增
长产生的后果并非一成不变的。以不公正对待外来劳动力的事件为
例，近年来，各种劳动权益案例层出不穷，从２００３年孙志刚事件到
２００７年的山西“黑煤窑”事件，都引起了公众的广泛关注。这些案件
推动了城市地区收容遣送制度的废除和新的劳动合同法的制定与实
施。与此同时，飙升的经济增长，农村地区政策待遇的改善和人口结
构的转变，导致“民工荒”现象的产生（Ｙａｎｇ，２００５）。这些发展结合
起来，已经开始增强外来劳动力对资本的讨价还价能力，并促使越来
越多的地方政府更加关注农民工劳动权益的保护。

另外，农地转换为非农业用地一直是在中国发展中最有争议的
问题之一（Ｈｏ ＆ Ｌｉｎ，２００４）。如前所述，城市能够通过给予补偿（往
往不够充分）从农村社区征用农地。然后，市政府能够以相对便宜
的价格，将土地提供给工业投资者（如英特尔）。为了弥补廉价提供
土地给工业投资商所带来的损失，并获得以供自己使用和促进城市
发展的预算外收入，城市政府往往以高价将土地拍卖给房地产开发
商（叶枫，２００８）。通过改变以商业发展为目的的土地供应量，地方
政府可利用土地银行作为杠杆，间接调整住房价格，并获得最大限度
的卖地收入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，许多城市政府，以上海为首，都把
自己的财政拴在了土地收入上。土地使用权的拍卖和上升的房产价
格能够使房地产商和地方政府双赢，且地方政府是主要受益者。

为了工业及商业发展而进行的农村地区土地的征用，特别是在
全中国已涌现出的数以千计的开发区，有时被认为是新版的“圈地
运动”（曾经发生在１８和１９世纪英格兰和威尔士），只是这一次的
规模更为庞大。

在今日中国，大规模的土地征用依靠中国的“利维坦”为后盾。
廉价的土地供应，作为一种区域投资竞争政策工具，是中国在过去十
年里投资驱动型增长的主要贡献力量之一。当作为一种关键生产投
入要素的土地的价格被压抑，整个投资，尤其是制造业的投资将超过
社会需要的最优范围（只要参观开发区就会发现大面积的土地被用

财政收入需要与地方政府在中国转轨和增长中的作用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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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工厂建设）。这将导致一个过度工业化的经济，同样也会造成工
业投资的相对较低的回报率。正如布兰查德和克吉亚瓦兹
（Ｂｌａｎｃｈａｒｄ ＆ Ｇｉａｖａｚｚｉ，２００６）所观察到的，有迹象显示中国过多地
投资于出口制造业，使投资的边际回报率降低。从１９９０年到２００３
年，中国制造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４３％增至５２％，而２００３年
世界这一比重的平均水平只有２８％；所有中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
也只有４１％。许多研究中国的宏观经济的经济学家一致认为，２０世
纪９０年代中期以后，中国经济的高增长，主要是由投资推动的。２０
世纪９０年代中期以来，全要素生产率（ＴＦＰ）在整体经济增长中的贡
献一直在下降，这意味着经济整体以及制造业出现了明显的资本密
集化（ｃａｐｉｔａｌｄｅｅｐｅｎｉｎｇ）（Ｊｅｆｆｅｒｓｏｎ ｅｔ ａｌ．，２０００；Ｚｈｅｎｇ ｅｔ ａｌ．，
２００６）。

中国的土地大规模征用尤其恶化了城乡关系。据一个研究报告
（Ｕｎｉｒｕｌ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，２００７）估计，由于受城市扩张和交
通项目建设的影响，有超过４０００万的农民变得一无所有。这一现象
的出现有很多原因，但最主要的原因是地方政府没有给失地农民支
付足够的补偿，特别是在考虑到高涨的城市土地价格的情况下，失去
土地的农民往往会对他们得到的补偿金的数量感到不满。此外，获
得不足补偿的失地农民很容易失业，而他们一般难以获得城市的福
利待遇。

一个对２００５年中国１７个省的１９６２个农民的调查表明，与土地
有关的恶性事件在过去的１０年中增加了１５倍多，而且这一趋势似
乎还在加速。事实上，因国家征用或收购土地引发的问题，已经成为
农村农民不满和抗议事件的最主要原因（Ｚｈｕ ＆ Ｐｒｏｓｔｅｒｍａｎ，
２００７）。２００６年前９个月，在中国总共报告的１ ． ７９万起“农村群体事
件”中，大约有８０％与非法征用土地有关。

自２００７年起，为回应日益增加的农村抗议事件，中央政府已推
出多项措施，改善对农民的补偿水平。同时，中央已对土地利用，特

◆专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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别是农业用地转变成商业／工业用地，施加更加严格的管制①。严格
控制土地分类，对工业用途的土地引入公开招标制度，并严格执行商
业用地的拍卖程序，这一切都促进土地价格狂涨。

飙升的土地价格也是楼价上升的一个重要因素②。随着越来越
多的人口，特别是数量持续增长的大学毕业生，他们无力购买住房，购
买住房的可承受能力已经成为一个影响政治稳定的最突出的公共政
策议题。一些城市如广州的领导，已公开承诺要稳定甚至降低房价。

六、地方政府在中国政治经济中的作用

到此为止，我们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中央与地方关系及其对经济
增长的影响上，然而，我们回顾的经验事实，对我们了解中国的政治
经济具有更加广泛的理论意义。

（一）有中国特色的联邦主义？

在解释中国转型过程中强劲的经济增长时，许多学者认为１９９４
年之前中国的财政包干制，促使地方政府与地方企业利益上的统一，
从而将地方政府———尽管不是所有的地方政府———对地方企业的关
系，从“攫取之手”转变为“援助之手”（Ｌｉｎ ＆ Ｌｉｕ，２０００；Ｏｉ，１９９２，
１９９９；Ｓｈｉｒｋ，１９９３；Ｗｏｎｇ，１９９２）。

钱颖一（Ｑｉａｎ）和维恩格斯特（Ｗｅｉｎｇａｓｔ）及其同事进一步提出，
中国出现了有中国特色的“市场维护型联邦主义（ＭＰＦ）”体制。在
这个体制下，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存在着一个清晰且持久的权
力和责任的划分；在控制和发展地方经济上，地方政府被赋予主要的
责任。尽管他们承认中国的体制“明显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联邦

财政收入需要与地方政府在中国转轨和增长中的作用◆

①

②

为了逃避严格的管制，一些省级以下政府采取了各种方式，特别是通过
租赁而非买断征用农村土地，以备城市使用。

除了卖地收入，地方政府还可以从房屋出售和房地产公司获得税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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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义”，但他们仍旧主张，中国式的联邦主义“为中国的改革提供了
相当大的政治保障，其中包括对中央政府的限制”（Ｍｏｎｔｉｎｏｌａ ｅｔ
ａｌ．，１９９５：５２）。

构建财政联邦主义的主要基石是中央政府承诺“不攫取”。由
于中国是由执政党主导的单一制国家，因此显然没有正式的宪法／政
治制度安排来保证这一承诺（Ｙａｎｇ，２００６）。这样的承诺在这个系统
中出现的唯一的可能性就是，存在着一个能够抑制中央攫取能力的
事实上的政治利益和力量联盟。钱颖一等人认为，２０世纪８０年代
引入的财政包干制，将中央和省与长期稳定的财政安排绑定在一起，
划分它们的税收权力，以此来约束中央对地方的攫取行为。

然而，我们注意到，即使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，财政包干制一再调
整，以使得中央增加财政收入（Ｗｏｎｇ，１９９５）。此外，中央一再向地
方“借款”而无需偿还。１９９４年的财税改革是另一个展现中央有能
力改变现行财政安排的突出例子。

表面上看来，尽管１９９４年的改革增加了中央在预算收入上的比
重，且不同的税种在中央和地方的划分或共享，似乎指示中央和省的
财政关系制度化，这颇有些准“财政联邦主义”的味道。然而，时间
的推移证明税收划分离稳定还差得很远。事实上如前文已经提及和
讨论过的（Ｙａｎｇ，２００６），中央一而再、再而三地单方面改变税收安
排，以至于现在所有重大的税种都在中央和地方之间，以对中央有利
的方式共享。结果，１９９４年改革建立的中央和地方各自独立的税收
征管机构，变成冗繁多余之举。中央政府还反复采取措施约束预算
外收入，并一再要求把它们纳入正式的财政预算。总之，就政府间财
政关系而言，中央始终把握主导权，无论“对中央的限制”会是什么
样的东西，其作用显然都是无足轻重的，至少就中央与省的财政关系
而言。

财政联邦主义的第二块基石是地区间的竞争和生产要素的流
动，以限制地方政府的攫取行为。然而，在中国改革的早期，地方政
府所有制企业（地方国企和乡镇企业）在大多数地方的经济发展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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占主导地位。由于这些企业与地方政府有千丝万缕的联系，并构成
地方财政收入基础的核心成分，因此资本的流动性必然很低；地方国
企毫无迁徙的自由可言。事实上，地方国有企业和乡镇企业在这一
时期占据经济的主导地位，给了地方政府以设立区域贸易壁垒来巩
固政府收入等措施保护地方企业的强烈动机，从而阻碍了全国市场
的形成和跨地区经济的一体化。同时，这一时期的外国直接投资数
额也很小，而且大多集中在一些享有优惠政策待遇的少数地方，例如
经济特区（ＳＥＺｓ）和沿海开放城市。

诚然，在边际的意义上存在着某些资本流动，而且一些学者也注
意到地方政府在改革过程中竞争性自由化发挥了作用（Ｙａｎｇ，１９９７）。
然而，如果我们由此推论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叶之前，就存在着足以让
地方政府免于攫取性行为的资本退出机制，那就是言过其实了。不
过，话得说回来，在那个时期因为地方政府是当地企业的股东，因此它
们几乎没有什么动机对这些企业进行攫取。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，虽
然各地区竞相争取资本流入，但单靠它仍不足以使中国经济成为联邦
主义经济体，无论是在法律还是在事实的意义上，因为随着１９９４年的
财税改革以及随后的政策调整，中央政府确切无疑地显示了它的主导
地位①。尽管媒体总在谈论中央使它的政策，特别是宏观调控时期，得
到执行是如何如何地困难，但我们几乎从来没有听到媒体关于地方政
府有能力抵制中央的再集权政策的报道。

（二）政治集权与地方激励

蒙廷诺拉等（Ｍｏｎｔｉｎｏｌａ ｅｔ ａｌ．，１９９５：８１）在他们的论文中就“中
央政府过于强大的问题”提出警告，认为“此乃再集权的危险所在”。
他们认为，“一个财政独立的中央政府，如果没有进一步的制度约
束，可能会危及过去１５年以来一直进行的改革进程。

财政收入需要与地方政府在中国转轨和增长中的作用◆

①我们承认中国财政体制从支出责任的划分看仍然是高度分权的（Ｗｏｎｇ
＆ Ｂｉｒｄ，２００８），但是分权并不等于联邦主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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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必须明白，政治集权本身并不必然与联邦主义体制相矛盾。
布兰查德和施莱弗（Ｂｌａｎｃｈａｒｄ ＆ Ｓｈｌｅｉｆｅｒ，２００１）指出，俄罗斯的经
验表明，政治集权是经济成功的一个关键要素。根据他们的观点，中
央政府在奖惩地方政府的问题上，应当处于一个强势的地位，以降低
地方政府“被俘获”的风险和寻租竞争的范围。他们重申了赖克
（Ｒｉｋｅｒ，１９６４）首先提出的理论：联邦主义得以发挥作用甚至生存，都
必须以政治集权的存在为条件。

联邦主义一说在中国是难以成立的，这是因为中央政府始终在
中央和地方关系中占统治地位，并一再强调地方政府的下属地位，中
国的经济增长率在２１世纪初加速，达年均１０％之多。这一经验事
实显然违背了中国式联邦主义模型的预期，因此我们需要到别的地
方寻找中国的高增长的原因。

随着１９９４年以来各项财政改革的展开，重新集权在许多领域成
为气候，就财政关系而言，中央政府在它与省的关系中占据着主导地
位。然而同时，国家领导并没有从市场导向改革那里退却，而是做出
了许多使中国变得更加“市场友好型”的政策和决定，包括加入世界
贸易组织。大体而言，中国的发展同东亚其他国家曾经经历的故事
相似。中国把威权主义（不过是稳定且不断改善治理能力的威权主
义）与地方和私人创新的空间相结合，创造了有利于投资从而有利
于增长的环境（Ｙａｎｇ，２００６）。事实上，与以前的东亚地区如日本和
韩国的增长情况不同，外商投资发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，是一
个特别有吸引力的地方（Ｈｕａｎｇ，２００３）。

通过分析投资、消费和净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，经济学家
通常为中国的高投资比例而吃惊。在２１世纪初，投资对中国经济增
长的贡献份额超过了５０％。由于投资是在某一个时段在不同的地
方进行的项目的集合，那么，显然财政体系的中央集权化并没有使地
方政府追逐地方经济发展的势头停顿下来。恰恰相反，在过去大约
１０年间，各地对制造业投资的竞争有增无减。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及
其之后，全国各地的地方政府纷纷设立工业园区和经济开发区。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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场“竞次”（ｒａｃｅ ｔｏ ｂｏｔｔｏｍ，与“竞优”相对）型博弈应运而生：各地政
府竞相向制造业投资商提供低成本土地、高补贴水电气等基础设施
产品，借此刺激地方经济。这类博弈唯有在中央政府干预制止下方
才有所收敛。考虑到１９９４年财政改革后中央政府获得了来自制造
业部门的大部分税收这个事实，地方政府如此热衷于工业发展是联
邦主义学说无法解释的。

这就使我们把注意力投向另一个被广泛接受的关于转型期中国
的经济增长的解释上。这个解释强调地方官员面临的政治和晋升激
励机制及其对地方官员行为的影响。根据这个观点，经济绩效是中
国政治等级制对地方官员奖惩的决定因素之一，这一点促使地方官
员竭力推动当地经济的发展（Ｍａｓｋｉｎ ｅｔ ａｌ．，２０００；Ｅｄｉｎ，２００３；Ｔｓｕｉ
＆ Ｗａｎｇ，２００４；Ｌｉ ＆ Ｚｈｏｕ，２００５）。李宏彬和周黎安（Ｌｉ ＆ Ｚｈｏｕ，
２００５）利用１９７９年到１９９５年省级领导人的人员变动数据，发现随着
经济绩效的提高，省级领导晋升的可能性也随之增加，而其政治生涯
结束的可能性则随之减少。他们认为，这一现象的发生是因为经济
绩效是省级领导人的人事考核的关键指标。

我们注意到，并不是所有的地方都采用了严格的干部考核体系。
特别值得注意的是，如崔启源和王有强（Ｔｓｕｉ ＆ Ｗａｎｇ，２００４）所指出
的，正式的绩效标准一直只被用于省级以下政府，特别是从县到乡镇
政府和村级组织。这个制度直至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一直都是非正
式的。另一值得注意的事实是，并不存在着一个把ＧＤＰ和收入增
长同中央和省级官员的政治生涯挂钩的正式制度。这是因为，省级
领导人履行的职责自然而然是多方面的，他们需要关注众多的政策
目标。事实上，一些富裕省份的官员一直有意识地隐藏部分地方收
入，以防上级政府攫取。

虽然增长与官员晋升密切相连的这一假设很漂亮，但我们认为
它是多余的。这是因为该假设忽略了一个事实，即并不是所有官员
都渴望得到晋升，尤其是很多繁荣沿海城市的官员，他们并不希望因
得到更高的位置而到非常贫困的地方工作和生活。然而，这些官员

财政收入需要与地方政府在中国转轨和增长中的作用◆



３２　　　 公共行政评论２００８年第５期

也会有发展当地经济的强烈的动机。他们这样做，正如我们的一些
访谈对象告诉我们的那样，仅仅是想为他们所在的地区做一些好事。
与上述各种学说不同，我们相信我们已经提供了一个简单但统一的
理论来解释中国的政治经济。简而言之，如前所述，地方财政激励在
不断变化的博弈规则（包括政府与企业之间和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财
政安排规则）下的变化，就足以解释转型期中国的增长模式，无论是
在转型早期还是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后。

我们还认为，根据我们的解释性框架，地方政府干部考核体系的
制度化可以是内生性的（ｅｎｄｏｇｅｎｅｉｚｅｄ）。１９９４年财政改革之后，在
经济比较发达和资源比较困窘的地区都出现了一个普遍的需要：为
了应对１９９４年财政改革后出现的日益增长的财政压力，地方政府创
造自有收入的需要变得更加迫切。面对更加紧张的预算约束和上级
政府下派的支出责任目标，省以下的地方政府的反应之一是加强干
部考核制度。我们在中国不同地区的田野调查显示，近年来，干部考
核制度的运用范围，开始从县级扩展至地级市。这一制度在地方的
增强，有助于推动下级政府创造更多的收入，这些收入可用于分享，
也有助于支出责任进一步向下级政府下放。

结　 　 论

本文对地方政府在中国令人瞩目的经济转型过程中的作用进行
了研究。我们考察了大量强调财政分权在促进投资从而推动增长中
发挥巨大激励作用的文献。我们和许多研究者一样认同一个已经成
为常识的见解：中国地方政府在以投资促增长的经济发展过程中，发
挥了关键作用。

我们与现有文献相区别之处，在于我们强调财政激励对不同资
源禀赋的地方政府行为会产生不同的影响。我们还揭示了财政激励
的转变，特别是在１９９４年引进财税改革之后，是如何对地方政府的
行为产生深刻影响的。

◆专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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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认为，中央政府在中央与省的财政关系中占据统治地位；而
且，尽管某些发展似乎带有联邦主义的特征，但中央一直利用其政治
和财政杠杆，一而再、再而三地以有利于己的方式更改重造规则。于
是，我们对中国财政体制的演进的检讨，让我们无法苟同某些学者提
出的存在着某种中国特色的“市场维护联邦主义”观点。同时，我们
还讨论了干部考核体制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，并得出结论，在我
们的分析框架里，这个干部激励机制可以是内生性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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财政收入需要与地方政府在中国转轨和增长中的作用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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◆专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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